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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

题。 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

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 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

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

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

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
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

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 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

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 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

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

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

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 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

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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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１ 世纪初“走出去”战略和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中国正成为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首选对象。① 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领

域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不见硝烟的战场”。② 中国援助在全球范围内产生

的广泛影响也使其成为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西方援助国家批评

中国不遵循西方主导的援助范式，认为中国援助破坏了基于西方经验的国际发展合作

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援助往往成为唯一能与西方援助“分庭抗礼”的对象。③ 学界、政
界和媒体关于中国援助的争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援助能否推动受援国自主发

展能力的生成。 但既有研究对上述重要问题并未达成共识，相关观点也缺乏系统性的

学术支撑。 本文聚焦中国援助与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这一核心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

中国援助实践的理论框架，引入新数据和分析方法，从中国援助项目和受援国绩效合

法性的角度，尝试回答中国援助与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并比较

中西援助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差异。
对中国援助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

政策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有关援助的研究尚不能与中国援助日益增长的国际影

响相匹配，中国援助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相比也明显不足。④ 中国学者对援助的研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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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出席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洲领导人规模几近同月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两倍。 参见

“Ｔｗｉｃｅ ａｓ Ｍａｎ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Ｉ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ｈ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ｈｔｔｐｓ： ／ ／
ｑｚ．ｃｏ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４１４００４ ／ ｍｏｒ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ｗ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ａｆｒｉｃａ－ｆｏｒｕｍ－ｔｈａｎ－ｕ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大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２０２１年国际形势与

中国外交研讨会讲话全文》，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ｄｃａ．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２１－１２／ ２５／ ｃ＿１２１１５０１４７２．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１日。
有西方学者将中国援助与旨在控制和攫取受援国资源的“新殖民主义”相联系，参见 Ｍｏｉｓéｓ Ｎａíｍ， “Ｒｏｇｕｅ

Ａｉ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１５９， ２００７， ｐｐ．９５－９６；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ａｇ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ｇｅ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９。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将中国援助视为“龙的礼物”，参见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Ｇｉｆ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３５－１７４。 中国援助对当地的积极影响，可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

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３ 页；徐志成、张宇：
《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第 １４９９—１５１９页。

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国际关系领域。 笔者考察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１６ 本社会科学代表

性学术刊物关于对外援助论文的发表情况，共 ８５ 篇，其中国际关系领域 ５８ 篇，占比为 ６８．２％；政治学（不包括国

际关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分别为 ５ 篇、４ 篇和 ２ 篇。 这 １６ 本杂志分别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外
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经济学（季刊）》 《世界经济》 《国际贸

易》《国际贸易问题》《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政治学研究》和《公共管理评论》。



然由文件解读、政策描述和简单案例分析所主导。 与此同时，使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

中国对外援助已成为近几年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新的学术增长点。①

本文吸收中国援助研究的前沿进展，利用最新的地理信息数据（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和因果

识别方法系统分析援助项目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② 分析表明，中国援助弥补

了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赤字”，西方援助不仅无此积极作用甚至可能削弱当地政

府的绩效合法性。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三点意义：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

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指出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和国际发

展目标相结合的独特援助模式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同传统西方带有政治经济

附加条件的援助范式存在根本性差别。 这是中国援助而非西方援助能够提升受援国

绩效合法性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其次，本文突破了传统援助有效性研究理论框架，采
用受援国民众的主观认知偏好来评估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种以

普通民众为视角的援助有效性分析路径改进并丰富了援助有效性理论。 最后，本文引

入新方法以克服援助研究中因果关系识别面临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系统检验了中国援

助项目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　 中国援助与绩效合法性

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但直到 ２１ 世纪援助规模才出现大幅增

加。③ ２１ 世纪至今的中国对外援助尚无系统的官方数据。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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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数据（ＡｉｄＤａｔａ）”２０１８ 年公布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改变了中国援助研究缺乏可靠数

据的现状。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ｕｈｍ， ｅｔ ａｌ．， “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ｄ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使用

地理信息数据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代表性研究参见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７４，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８３３－ ８５２；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５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Ａｎｎ⁃
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Ｒａｃ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０６，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８４－２９８；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ｐｐ．１３５－１７４。

在本文考察的 ８５ 篇与对外援助有关的中文论文中，仅有 ２ 篇论文使用了该数据集。 参见刘爱兰等：《中
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 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载《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３—１７３ 页；黄振乾：《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考察》，载《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３ 页。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的综合性总结参见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

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总结参见周弘主编：《中国援外 ６０ 年》，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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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中国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对外援助总量为 ２７０２亿元人民币。① 但根据相关研究机构估算，

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迅速增加，总体规模与世界银行援助相当（如图 １）。②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世界银行援助规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ｕｈｍ， ｅｔ ａｌ．， “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ｄｄａｔａ．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Ｏ． Ｚｅｉｔｚ， “Ｅｍｕｌａｔｅ 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６，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２０， ｐｐ．２５６－２９２。

中国政府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白皮书的

主要功能是阐述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和理念并提供部分对外援助信息。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是中国对外援助领域的一个新变化，它取代了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并首次将国际发展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③ 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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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７０２ 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项。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数据来源为“援助数据”估算值，由于该数据集中国援助项目资金实际支付（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缺失值较多，

此处采用援助项目协议额（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为方便比较，世界银行援助项目也为项目协议额。 此处数据包括“援助

数据”中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ＯＤＡ－ｌｉｋｅ）、其他官方援助项目（ＯＯＦ－ｌｉｋｅ）和难以判断援助动机的模糊性官方援

助项目（ｖａｇｕ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三种类别。 下文会在数据介绍部分具体阐释该数据的特点和可能存在的缺陷。 不

同的数据集对中国援助的规模有不同的判断，有关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另一份评估可参见 Ｎａｏｈｉｒｏ Ｋｉｔａｎｏ ａｎｄ
Ｙｕｋｉｎｏｒｉ Ｈａｒａｄ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８， Ｎｏ．７，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０５０－１０７４。

三本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１）》，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２０１４）》，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中
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际媒体甚至将《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解读为“中国领导全球发展的宣言”。①

但无论如何，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增加、援助范围持续扩大、援助影响日益增

强已是不争的事实。 理解中国对外援助和受援国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从认识中国援

助的动机、特征和影响着手。 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特性使得中国援助和受援国政府绩

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可能。

（一）中国援助的动机、特征和影响

目前学界对中国援助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援助动机、特征和影响方面。 首先，

在援助动机方面，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援助受到“革命外交”和冷战背

景双重影响。② 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援助，有学者发现其不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偏

好性，主要取决于受援国的经济、市场和能源储量。③ 也有研究发现中国援助并非针

对非洲的资源，同西方援助一样会考虑到商业利益和政治社会风险。④ 从空间上看，

中国援助项目在非洲的选址倾向于靠近受援国的首都和相对发达地区，避开边缘族群

地区，而受该国资源分布的影响不显著。⑤

其次，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中国援助的独特性，将中国对外援助同西方援助区分开

来。 国际关系研究者和经济学家都指出认识中国的援助需要“超越发展援助”。⑥ 西

方国家援助是“有条件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中国则奉行“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的原则。 也有研究从新兴援助国的特征来分析中国对外援助模式。⑦ 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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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ｎｄａｐａｗｄｒａｇｏｎｃｌａｗ．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８ ／ 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年博士学位论文；蒋
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５）》，载《外交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１０８ 页；蒋华杰：《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１９７０—
１９８３）》，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１—１５４ 页。

董艳、樊此君：《援助会促进投资吗？ 基于中国对非洲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载《国际贸易问

题》，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６９ 页。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 “Ｒｏｇｕｅ Ａｉｄ？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ｉ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ａ⁃

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３， ２０１５， ｐｐ．９８８－１０２３； Ｊｏｈｎ Ｆ．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４１－１６９．

黄振乾：《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 ２１ 世纪中国援非项目的空间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２—１２７ 页。 也有研究发现非洲在任领导人的故乡得到更多中国援助项目，参见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４０， ２０１９， ｐｐ．４４－７１。

林毅夫、王燕著，宋琛译：《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Ｊｉａｎｇ Ｌｕ，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

庞珣：《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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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国援助模式是一种区别于现有西方发展援助的“平行经验转移”或将中非发展

合作理解为一种“共同演化的实用主义”路径。① 外国学者也承认中国援助模式与现

有国际援助体系存在差异，他们将中国援助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

援助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援助项目不仅有发展目的也附带经济动因。②

最后，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学界和政界最为关心的问题。 一方面，不少研

究发现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如对非援助不仅有助于非洲

工业化，还有“点亮非洲”的作用。③ 中国援助项目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经济获得感，有

助于受援国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提高和吸收外来投资。④ 中国援助还对促进受援国

经济增长、减少当地经济不平等、改善基础设施、抑制社会冲突和促进就业等有积极作

用，⑤并提升中国的海外形象和软实力。⑥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援助可能也会

对当地产生意外性的后果。⑦

（二）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

外来援助和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它是援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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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

第 １１ 期，第 １１７—１３５ 页；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Ａｉ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ＯＥＣＤ⁃ＤＡＣ Ａ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５， ２０１１， ｐｐ．７５２－７６４．

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 中国还是美国》，载《世界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２７ 页；徐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

第 ５ 期，第 １４９９—１５１９ 页。
唐晓阳：《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

６９ 页。
参见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ｐｐ．１３５－１７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ｕｈｍ， ｅｔ ａｌ．，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ｄＤａｔａ ａ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 Ｍ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Ｓｈｉｑｉ Ｇｕｏ ａｎｄ Ｈａｉ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ＳＲ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ａｐｅｒ， Ｒｏｃｈｅｓ⁃
ｔ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２０；杨攻研、刘洪钟、范琳琳：《援以止战———国际援助与国内武装冲突》，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２９—１５６ 页；李嘉楠、龙小宁、姜琪：《援助与冲突———基于中国对外援

助的证据》，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２３—１１４６ 页。
贺嵬嵬：《非洲孔院对中国形象的影响研究》，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

实证创新工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蔡洁：《中国对外援助与软实力提

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为例》，第十四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实证创新工

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ｒａｚｙｓ， Ｊｏｈａｎ Ａ． Ｅｌｋｉｎｋ ａｎｄ Ｇｉｎａ Ｋｅｌｌｙ， “Ｂａ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Ｈｏｗ Ｃｏ⁃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２７－２５３；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ｐ．８３３－８５２。



效性研究中应纳入考量的重要问题。 绩效合法性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统治合法性概

念。① 本文使用的绩效合法性指的是一国民众对政府经济发展绩效的认可度，也可理

解为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绩效的评价。② 如果政府治

国有道，国家经济发展较好，民众福利有显著提升，则政府绩效合法性更高；如果政府

治国无方，经济领导力弱，国家经济陷入泥潭，民众福利难以改善甚至恶化，则政府绩

效合法性更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能够实实在在地

感受到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成效，中国政府也由此拥有极高的绩效合法性。③ 如果

中国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内的地区层面）有显著的

积极作用，提升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当地民众会更愿意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

体福利的提升归功于政府合理有效的政策与领导，进而给予政府更多支持。 换言之，

中国援助项目通过积极的项目效果，有可能最终提升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如图

２）。 外来援助能够提升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

越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寻求与中国交往与合作，并渴望获得更多的中国援助项目。

图 ２　 外来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理论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表示因果关系方向，虚线表示中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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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可以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统治合法性来源的相关论述，韦伯将

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 参见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ｇｏｒ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５５－２０７。

对绩效合法性概念较为深入的讨论，参见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Ｄｉｎｇｘ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２４， Ｎｏ．９１， ２０１５， ｐｐ．６４－
８２。

Ｙ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Ｄｉｎｇｘ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ｒａ⁃
ｃｌｅ，” ｐｐ．６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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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献鲜有讨论中国援助和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关系。 本文认为，从理论上

理解中国援助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联性，需要从中国援助本身的独特性入手，

特别是中国援助项目区别于传统西方援助的独特性所在，剖析中国对外援助模式及其

可能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带来的微妙影响。

一方面，中国援助被视为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国际示范，这种示范可以帮助当

地政府制定和出台更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 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西方对

中国对外援助感兴趣的背后是假设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会自然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援

助上。 因为西方的发展援助在实践层面处处都体现了其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中国的

援助也自然会体现中国发展的政治社会逻辑”。① 国际发展的示范性预示着中国对

外援助自始至终都与中国自身发展经历结合在一起，它是中国国内发展模式在海外的

延伸，是中国经验的国际表达。② 此外，中国对外援助体现了较为鲜明的国家意志，在

国内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外援助的特征也有差异。③ 中国将发展经验通过援助项目嵌

入非洲当地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援助专家传播到非洲生产实践中。 中国在对外援助中

注重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项目和专家都通过政府严格筛选，援助专家被视为“国家

使者”。④

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经验产生了卓越的经济发展绩效，如果

这种经验能够通过援助项目示范，最终在当地实现发展的创造性转化，则对当地政府

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包括对华援助

也附着援助国的发展经验与理念。⑤ 同为受到过殖民侵略的国家，中国发展的艰难探

索和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的经济腾飞经验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中国发展经验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非洲晴雨表（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调查显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最适合非洲发展的经济模式的支持率达到 ２２％，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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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小云等：《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版，第 ４ 页。
Ｌｉ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Ｕｎｐａｃｋｅｄ，” 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Ｖｏｌ．４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ｐ．２２－３５．
如 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国营的农场、纺织公司、糖厂和化肥厂，这与当时中国的国有

化发展经验结合在一起。 改革开放特别是 ２１ 世纪初“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援助更加侧重技术转移、经验分

享和发展的专业知识。
以农业援助为例，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中国已在非洲建立 ２６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上千名农业专家和

技术人员。 参见陆继霞、李小云：《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载《外交

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８５—１０４ 页。
周弘等：《外援在中国》（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８ 页。



于对美国模式的支持率 ３３％。① 不少非洲国家还学习中国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模式，

有学者甚至将非洲的特别经济区称为“非洲的深圳”。②

另一方面，中国援助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急需的领域，可以帮助

当地政府达到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 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极受欢迎，西方援

助国也开始学习中国的援助模式。③ “非洲晴雨表”调查表明，非洲大部分民众（６３％）

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积极的，超过一半（５６％）的非洲民众认为中国的发展援助

更能满足非洲国家当前发展的需要。④ 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对非援助，有学者发现

中国援助比美国援助对非洲工业发展有更积极的影响，原因在于中非之间的技术差距

与美非相比更为适度。⑤ 经合组织国家的发展援助很大一部分集中在民主政治、改善治

理、增加透明和提高人权等并非发展中国家急需的领域。 在项目具体实施上，西方的援

助项目操作过程复杂冗长，有相当一部分是援助中介机构和援助专家的花费，没有直接

惠及当地民众。⑥ 此外，从援助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对外援助往往还与输出国家制度和

政治价值相联系，援助有时是建立盟友、传播意识形态或惩罚对手的外交工具。⑦

（三）对援助有效性测量的改进

深入理解外来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需要对现有援助有效性框架

进行反思。 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导的援助有效性研究相信援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认为在政策环境良好的国家，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⑧ 另一

·８３·

　 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Ａｐｐｉａｈ⁃Ｎｙａｍｅｋｙｅ Ｓａｎｎｙ ａｎｄ Ｅｄｅｍ Ｓｅｌｏｒｍｅ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ｄ４８８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 ｗｅｌｃｏｍｅ － ｃｈｉｎａｓ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７－５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Ｏ． Ｚｅｉｔｚ， “ Ｅｍｕｌａｔｅ 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ｐ．２５６－２９２．

Ｍｏｇｏｐｏｄｉ Ｌｅｋｏｒｗｅ，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ｎ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ｄ１２２－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ｆｒｉｃａ－ｗｉｎ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 中国还是美国》，载《世界经济》，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２７ 页。
Ｄａｍｂｉｓａ Ｍｏｙｏ， Ｄｅａｄ Ａｉｄ： Ｗｈｙ Ａｉｄ Ｉ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０９．
Ｍａｕｒｉｔｓ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ｅｎ， Ｉｄｅ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２，
１９６２， ｐｐ．３０１－３０９．

Ｃｒａｉｇ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０，
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ｐ．８４７－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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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表明援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甚至西方发展援助可

能造成受援国的经济依赖和依附，影响其长期经济发展。①

传统对援助有效性的评估过多依赖客观指标，比如援助是否提高了收入、推动了

就业和增加儿童入学率等。 这种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方式可能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忽视

了受援国的主体性，援助国提供了大量并非受援国所需或急需的援助项目，导致援助

资源错置或浪费。 二是过于侧重援助的短期效应，忽视了援助项目因果关系的复杂

性。 援助项目本身可能产生意外后果，而这种间接的影响很难通过项目评估直接发

现。 对外援助项目也可能通过影响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经济发展。 三是过于聚

焦援助效果的经济维度，忽视了援助可能影响受援国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比
如外来援助和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

中国对援助项目的评估体系目前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并不像西方

援助主体一样去评估援助项目的效果。 既有研究较少看到对中国援助项目具体效

果的系统评估。 考虑到前文提到的中国援助相较于西方援助的独特性，笔者认为中

国援助可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影响受援国经济社会发

展继而塑造民众的发展政策偏好和对本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知。 由是观之，中国

援助项目也可能影响到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如果援助项目对当地

经济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积极影响，民众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的评价将会更为积

极。 新的地理信息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方法的进步有助于我们研究上述问题。

三　 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和变量

得益于近年来地理信息数据开发和分析技术的进步，对中国援助和受援国发展的

研究已经从早期的宏观研究演变到微观分析。 本文以非洲国家为分析对象，利用两份

最新公开的地理信息数据剖析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影响：一是“援
助数据”，二是“非洲晴雨表”社会调查数据。② 两个数据集使用相同的地理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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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Ｓｏ Ｍｕｃｈ Ｉｌｌ
ａｎｄ Ｓ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６； Ｔｅｒｅｓａ Ｈａｙｔｅｒ， Ａｉｄ 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１３５—
１５５ 页。

根据结果变量，本文选择第二轮“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 此次调查涵盖 １６ 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加
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佛得角、赞
比亚和津巴布韦。



方法，研究者可以根据准确的地理信息将其进行匹配并展开分析。
１．绩效合法性

政府的经济领导与管理能力不足是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 如前

所述，绩效合法性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与绩效

的认可度。 本文对非洲国家绩效合法性的测量来自“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 “非洲

晴雨表”调查采用随机方式对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和治理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科学调

查，其因较高的数据质量、较广的地理覆盖范围和较长的持续性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得到广泛应用。① “非洲晴雨表”在 ２０１８ 年公布了被访者的地理信息数据以供学术研

究。 因为笔者关注的研究问题只在第二轮调研中有清晰描述，所以本文使用的即为带

有地理信息的第二轮调查数据。② 第二轮调查问卷中的第 ４５ 个问题为：“你如何评价

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受访者可以选择“很差”“差”“好”“很好”和“不清楚 ／没听说

过”。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较好地捕捉了民众对政府领导经济、管理经济和发展经济

的能力与绩效的认可度，本文使用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测量政府绩效合法性。
在“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中，每一个受访者都被编码到特定的地理集群

（ｃｌｕｓｔｅｒ）中，④因此一个地理集群可能包括多个受访者（样本中每个地理位置集群平

均包含 ９．４ 个受访者）。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的样本选择已排除两类样本：一是

没有明确地理信息（即经纬度）的受访者样本，二是受访者地理信息的准确度（ｐｒ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大于 ２ 的受访者样本。⑤ 通过筛选，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理位置集群为 １９７６
个，包含 １３１２９ 名受访者样本（如图 ３）。

２．中国援助项目

中国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建立在“全球中国官方资金数据集（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基础上，“援助数据”对这些项目的地址进行了地理信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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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非洲晴雨表”目前已完成八轮调查并公布了前七轮调查的数据。 对“非洲晴雨表”调查的详细说明，参
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

第二轮调查的完成时间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２００２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佛得角、加纳、
马里、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乌干达，共计 ６ 个。 ２００３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博茨瓦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纳
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共计 ９ 个。 ２００４ 年完成调查的国家为津巴布韦。

参见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Ｒｏｕｎｄ ２， ２００３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需要通过平台申请获取，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ｄａｔａ，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地理信息的准确度一共分为 ８ 种，数值越大，表示位置越不确定，数值在 ２ 以下则表示位置的误差不超

过 ２５ 千米。 参见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ｔｒａｎｄｏ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ＵＣＤＰ ａｎｄ ＡｉｄＤａｔａ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ｏｎ 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Ａｉ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ｄ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ｕｃｄｐ－ａｎｄ－ａｉｄｄａｔａ－ｃｏｄｅｂｏｏｋ－ｏｎ－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ａｉ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１，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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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受访者和援助项目位置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 原始数据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ｕｈｍ， ｅｔ ａｌ．，
“ＡｉｄＤａｔａ􀆳ｓ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ｄｄａ⁃
ｔａ．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ｄａｔａ，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
注：图中黑色“•”为援助项目位置，灰色“＋”为受访者位置，虚线为经纬度。

码。 该数据集采用“追踪被低报的资金流（ＴＵＦＦ）”方法，利用援助国、受援国或媒体

公开数据追踪援助项目资金的去向。① “援助数据”将中国援助项目根据援助动机归

为三种类型：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和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 中国援

助绝大部分可界定为经合组织中的发展援助。②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援助数据”，该数据集包含 ６１９０ 个中国对全球的援助

项目，对非援助项目总数为 ３３９１ 个（占 ５４．８％）。③ 每个援助项目包括援助目的、资金

规模、项目类型、项目位置和项目时间等信息。 该地理信息数据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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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ｕｓｔｉｎ Ｍ．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ｉ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ｅｘｕ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ｐｐ．９３５－９６３．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中国援助数据集中，发展援助项目占 ６９．７１％，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占 １８．４２％，模糊性

官方援助项目占 １１．８７％。
２０２１ 年“援助数据”进行了一次更新。 不带地理信息的项目数据可用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但带有地

理信息的援助项目数据并没有更新，目前可用数据依然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此外，考虑到需要对“援助数据”和

“非洲晴雨表”数据进行匹配，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援助项目数据是更合适的选择。



外援助的实证研究。 同其他数据集一样，“援助数据”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援助金额

缺失值较多和部分项目金额高估等。 本文主要利用“援助数据”中两类相对比较准确

的信息：援助项目的时间和地理位置。 援助项目包含具体的经纬度信息。 本文对援助

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做了进一步处理。 首先，保留“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所涵盖

的 １６ 个非洲国家中的项目。 其次，删除了缺少地理信息数据的项目。 最后，与“非洲

晴雨表”数据一致，仅保存地理信息准确度为 １ 和 ２ 的援助项目。 通过数据筛选，本文

最终得到 ８２５ 个援助项目样本。 本文通过地理位置将上述两个数据集进行了匹配，计
算出“非洲晴雨表”受访者到中国援助项目的最近距离。 理论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

中国援助项目的存在的受访者更可能感受到援助项目带来的变化。 换言之，在中国援

助项目附近的民众对项目的效果有更直接感受。
（二）“候选名单控制设计”

评估援助项目对当地发展影响的传统做法是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援助项目和受援

国经济发展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和贫困率）的关系，有时辅助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

行因果识别。① 由于跨国数据的固有缺陷，加上援助流向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国家层面

的可靠统计数据，使用跨国数据分析援助影响较为困难。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分
析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微观地理信息或空间数据（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分析经济发展问题。② 但即便如此，对援助项目和政府绩效合法性间的关系进行因果

识别依然具有挑战性。
传统估计方法难以识别中国援助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非洲晴雨表”并非面板数据（且每轮调查问题并不相同），因此无法使用面板数

据方法；二是援助项目选址本身并非随机分配，项目最终落地可能受到援助国、受援国

政府和援助执行机构的多重影响。③ 援助项目也并不像“撒胡椒面”一样在受援国随

机分布。 因此，在国家层面直接将援助项目和经济发展进行关联可能因存在选择性偏

误而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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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ｒａｉｇ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Ｄｏｌｌａｒ， “ 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ｐ． ８４７ － ８６８；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ｐｐ．１３５－１７４．

Ｓｔｅｌｉｏｓ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Ｅｌｉａｓ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Ｍｅｓｏ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
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３８３－４１０．

对中国援助分配的较新的研究成果，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 ２１ 世纪中国援非

项目的空间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２—１２７ 页；Ｔａｎｇ Ｋｅｙ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０２１ ／ ４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潘心如：《效率优先还是政治至上？ 中国对非援助次国家分配逻辑》，第十四届政治学与

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中国援助理论与实证创新工作坊”会议论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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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上述问题，特别是对援助项目区位选择的主观偏好进行控制，本文引入

“候选名单控制设计（ｗａｉｔｉｎｇ⁃ｌｉ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方法来探索中国援助项目与当地政

府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可以理解为一种准实验法，它

最早被用于医学或行为科学研究。① 近几年这种方法开始被用于对援助项目效果评

估的定量分析中。② 在对外援助的实证研究中，由于研究者无法了解或缺乏足够信息

了解援助国和援助项目分配者的动机，不同年份和不同区域的对外援助选址难以进行

有效控制。 比如中国援助项目可能更偏好政府绩效合法性高的非洲地区，这就可能存

在逆向因果问题。 “候选名单控制设计”能有效处理这一内生性问题，并且进一步控

制援助项目分配的选择性。③

根据“候选名单控制设计”方法，本文将“非洲晴雨表”的研究样本分为两组：一组

是“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开始时已有中国援助项目的地区的受访者（处理组），另

一组是“非洲晴雨表”调查开始时尚未获得中国援助项目，但之后得到援助项目的地

区的受访者（控制组）。 既不属于处理组也不属于控制组的样本为参照组。④ 将处理

组和控制组进行对比，考察两组样本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从而获得中国援助项目和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种估计策略克服

了中国援助项目选址可能存在的选择性误差，实现了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所在地区干扰

变量的有效控制。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对政府绩效合法性

的认可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据此，本文设定如下分析模型：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ｉｖｔ ＝ β１ａｃｔｉｖｅ２０ｉｔ ＋ β２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ｉｔ ＋ αｓ ＋ δｔ ＋ γＸ ｉｔ ＋ εｉｖ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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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这种实验设计中，已经参加实验的处理组将和尚未参加实验（但即将参加实验）的控制组（而不是随

机组）进行比较，从而通过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同质性来提升因果估计的有效性。 对此方法的探讨参见 Ｊｏｈｎ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Ｋｙｐｒｏｓ Ｋｙｐｒｉ ａｎｄ Ｊｉｍ Ｍ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Ｌｉ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Ｍ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１５０； Ｓ． Ａ．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ａｎｄ Ｊ． Ｓ． Ｌ． Ｂｒｏｗ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Ｗｅ Ｄｏ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Ｌｉ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９，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０４７－１０５２； Ｎａｔｈａｎ Ａｚｒｉｎ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Ｌ．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ｅｔ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ｂｙ Ｈａｂｉｔ Ｒｅ⁃
ｖｅｒｓａｌ： Ａ Ｗａｉｔｉｎｇ⁃Ｌｉ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１９９０， ｐｐ．３０５－３１８。

与传统双重差分法不同，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空间和时间组合来尽量保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相似

性。 其适用对象往往不是面板数据，它无法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和其他假设，因此也被称为“空间双重差分法”。
代表性研究参见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８３３ － ８５２；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Ｒａｃ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２８４－２９８。

一个核心假设是援助分配偏好在一定时间内相对一致。
对参照组的说明详见下文。



其中，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ｉｖｔ是结果变量，表示 ｔ 年 ｖ 地理集群中受访者 ｉ 对政府绩效合法性

的认可度。 结果变量编码为二分变量，“很差”和“差”为 ０，“好”和“很好”为 １。① γＸ ｉｔ

为主要的控制变量，模型中控制了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等受访者的个体特征。 δｔ 为
时间固定效应（年）。② αｓ 为地区（相当于区或县）的空间固定效应（样本中共有 ４５５
个地区单元）。 εｉｖｔ为标准误，标准误聚类在调查单位（ｓｕｒｖｅ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为便于对结果

进行阐释，主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模型，同时也汇报其他模型结果。
观察组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ｉｔ为二分变量，表示受访者 ｉ 在时间点 ｔ 是否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

附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ｉｔ也是二分变量，表示受访者 ｉ 的居住地附近在时间点 ｔ 没有援助项

目，但 ２０１４ 年前有中国的援助项目流入。 调研之前已经存在的中国援助项目样本数

为 １０６ 个，调研之后才出现的项目样本数量为 ７１９ 个。③ β１ 捕捉处理组的受访者对当

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β２ 捕捉控制组的受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
本研究用两组受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差值（β１ －β２）及其方向来估计援

助项目对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本文在基础模型中采用 ２０ 千米距离作为受访者是否感受到中国援助项目的界

限。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表示受访者方圆 ２０ 千米范围内至少有一个中国援助项目（处理组）；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表示受访者方圆 ２０ 千米范围内在调查开始的时间点没有中国的援助项目，但

２０１４ 年前将有中国援助项目进入（控制组）。 为防止同一个援助项目被编码两次，将
“非洲晴雨表”调查开始前 ２０ 千米范围内已经有中国援助项目且调查后 ２０ 千米范围

内也有中国援助项目的样本编码为处理组。
本文以甲地为例对“候选名单控制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做进一步说明（如图 ４）。

图 ４ 中甲地共有 ２０ 个中国援助项目样本。 甲地“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于 ２００３ 年

进行。 在 ２０ 个中国援助项目中，有 ８ 个项目在调查开始前已进入甲地，１２ 个中国援

助项目在调查前未进入，但在之后进入甲地。 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如果在“非
洲晴雨表”调查开始时受访者 ２０ 千米范围内已有援助项目进入（如 ２００３ 年），则将此

类受访者标记为处理组（Ａ）；如果在调查开始时受访者 ２０ 千米范围内尚无援助项目，

但调查结束后有援助项目进入（如 ２００５ 年），则将此类受访者标记为控制组（Ｂ）；“非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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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研究样本中剔除了回答为“不知道 ／ 不太了解”的样本，这部分样本约占所有选项的 ８％（８．０１）。 在稳

健性检验中保存了完整的答案（１—４），并进行了定序变量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见表 ２）。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时间固定效应针对的是“非洲晴雨表”调查的时间，并非援助的时间。 “非洲晴雨

表”在不同的国家调查时间并非一致，分别为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的时间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每个国家的时间不一定相同，本文对每个国家进行

了时间先后的识别。 此外，如果调查时间和中国援助项目发生在同一年，则将其视为已经存在（正在实行）的

项目。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洲晴雨表”调查前后，受访者 ２０ 千米范围内不存在援助项目，则该类受访者标记为参

照组（Ｃ）；调查前后，受访者 ２０ 千米范围内都有援助项目进入的样本，亦标记为处理

组（Ａ）。 表 １ 为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①

图 ４　 “候选名单控制设计”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受访者位置，“▲”为调研开始前已存在的援助项目，

“○”为调研结束后才进入的援助项目，外围圆圈表示受访者 ２０ 千米范

围。 灰色圆圈为处理组样本，白色实线圆圈为控制组样本，白色虚线圆圈

为参照组样本。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绩效合法性（二分变量） １２０７５ ０．５６１ ０．４９６ ０ １

绩效合法性（定序变量） １２０７５ ２．４８７ ０．８８６ １ ４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３９ ０．３４６ ０ 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３１３ ０．４６４ ０ １

ａｃｔｉｖｅ２５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６ ０ 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５ １３１２９ ０．３５０ ０．４７７ ０ １

ａｃｔｉｖｅ３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５７ ０．３６３ ０ 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３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３８８ ０．４８７ ０ １

ａｃｔｉｖｅ３５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６３ ０．３７０ ０ 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３５ １３１２９ ０．４３４ ０．４９６ ０ １

ａｃｔｉｖｅ４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７５ ０．３８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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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５ 千米、３０ 千米、３５ 千米、４０ 千米和 ５０ 千米的编码方式和 ２０ 千米的编码原则一致。 下文将在稳健性检

验中使用。



续表 １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４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９ ０ １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１９０ ０．３９３ ０ 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１３１２９ ０．５１７ ０．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１３１２９ ２８．１５０ ７．４１８ １８ ６６

性别 １３１２９ １．４５２ ０．４９８ １ ２

城市 １３１２９ １．７３４ ０．４４２ １ ２

教育 １３１２９ ６．３５７ １．４４２ ０ ９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中国援助提高了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

表 ２ 汇报了基础模型的分析结果。 基础模型中的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模型 １），控

制了受访者的主要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并对地区和年份分别做了固

定效应处理。 通过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数差值（β１ －β２）并用 Ｆ 检验来测定两者

的差值是否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

研究发现中国援助项目显著提高了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 与控制组相比，处理组

的受访者对当地政府管理经济绩效持更加正面的评价（模型 １）。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

系数差值为 ０．１，Ｆ 检验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意义（Ｐ＝ ０．００３），并且处理组的系数为显著

正相关（０．０６９），而控制组的系数为显著负相关（－０．０３２）。 这意味着在获得中国援助

项目的非洲地区，民众认为政府绩效合法性更高。 与之相比，在有待获得中国援助项

目的地区，民众认为政府绩效合法性更低（甚至是负面的）。 简言之，在获得中国援助

项目之后，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从援助到来前的负面评价转为积极评价。 在模

型 １ 的控制变量中，城市为正相关且显著，说明非洲的城市居民比起农村居民对政府

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更高一些。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分别为逻辑回归模型（Ｌｏｇｉｔ）和定序

逻辑回归（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的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和 ＯＬＳ 模型一致。

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提升有实质性意义。 通

过计算可知，模型 １ 中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系数差值为 ０．１。 可推知与附近无中国援助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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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援助项目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５）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３）
０．２４０∗∗∗

（０．０９１）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７∗∗

（０．０８４）
－０．１６３∗∗

（０．０７１）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性别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２）

教育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

城市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９）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０７５ １２０４０ １２０７５

差值 ０．１００ ０．５１４ ０．４０３

Ｆ 检验 ８．４６０ ８．４２０ ８．５５０

Ｐ 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模型 １ 取 Ｒ２，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为节省空间和格式对称，略去模型 １ 的常数项结果和模型 ３ 的截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项目（援助项目待入）的民众相比，附近（２０ 千米范围内）有中国援助项目的民众对当

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要高出 １０％（如图 ５）。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 中国援助对当地政

府绩效合法性的显著影响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一是改变援助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

·７４·

􀪇􀪇􀪇􀪇􀪇􀪇􀪇􀪇􀪇􀪇􀪇􀪇􀪇􀪇􀪇􀪇􀪇􀪇􀪇􀪇􀪇􀪇􀪇􀪇􀪇􀪇􀪇􀪇􀪇􀪇􀪇􀪇􀪇􀪇􀪇􀪇􀪇􀪇



的变化是中国援助项目带来的，而非由其他政策或是偶然因素所引发，本文更改援助

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 在安慰剂检验的设定中，假设接受援助项目的时间提前一年，
构造出援助时间的虚拟变量。 表 ３ 显示，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的 Ｐ 值均不显著，说
明当地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变化在中国援助项目到来前尚未发生，仅
发生在援助项目到来后，这有力证实了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

稳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８）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２）

０．３６３
（０．２６４）

０．２８３
（０．３２４）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性别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教育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３）

城市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３）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０７５ １２０４０ １２０７５

差值 －０．０４３ －０．１７６ －０．１９６

Ｆ 检验 ０．５００ ０．４６０ ０．３９０

Ｐ 值 ０．４８２ ０．４９７ ０．５３３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２ ０．１０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模型 １ 取 Ｒ２，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为节省空间和格式对称，略去模型 １ 的常数项结果和模型 ３ 的截点结果（不影响研究发现）。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二是对中国援助项目产生影响的地理范围的稳健性检验。 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

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 在离中国援助项目越近的地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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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越可能受其影响；而在距离援助项目越远的地区，居民越难或甚至无法感受到中国

援助项目的存在。 有研究发现援助项目显著减少了尼日利亚婴儿死亡率，但这种作用

的地理范围不超过方圆 ５０ 千米。① 中国援助对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影响

超过一定距离后将可能不再起显著作用。 本文将中国援助项目以方圆 ２５ 千米、３０ 千

米、３５ 千米、４０ 千米和 ５０ 千米距离为截距来检验援助项目的溢出效应范围。 表 ４ 显

示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的影响介于 ３５ 千米和 ４０ 千米之间，

超过 ４０ 千米就不再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模型 １ 到模型 ５）。 显著性水平也随着地

理距离的扩大而变小：从模型 １（２５ 千米）的 １％显著性水平下降到模型 ３（３５ 千米）的

５％显著性水平。 处理组和控制组系数的差值也逐渐下降，从模型 １ 的 ０．１２５ 下降到

模型 ５ 的 ０．０５１。 这表明距离中国援助项目越远，援助项目的效果作用越不明显，民众

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也不再有显著差异。 为直观展示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

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情况，本文计算了不同地理距离处理组和控

制组下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影响的边际效应（如图 ５），超过 ４０ 千米

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再有显著性差异。

图 ５　 地理距离与政府绩效合法性：中国援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边际效应为处理组系数减去控制组的系数，取 ９５％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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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控制中国援助项目规模和项目完成时间。 中国援助项目的规模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最大项目援助金额为 １６ 亿美元，最小项目援助金额为 ２６３２ 美元。 本文对援

助金额进行了控制（取自然对数），虽然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结果依然稳健（见表 ４

模型 ６）。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包括一些基建项目）的执行过程有“中国速度”之称，用

来赞美中国项目的建设速度和效率。 在分析样本中，中国援助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

的平均时间为 ５５２ 天，最长时间为 １０９２ 天。 对项目执行时间进行控制之后（取自然对

数），研究发现依旧成立（见表 ４ 模型 ７）。①

四是控制中国援助项目的规模变化。 ２１ 世纪初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中

国对外援助项目大幅提升，并且这种积极的对外援助政策一直持续至今。 因此，中国

２１ 世纪的援助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和持续性。 但对非援助项目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曾出

现过波动，样本中的援助项目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７６ 个降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９８ 个。 国际金融危

机是否对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产生影响？ 中国对非援助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政策导向

变化，从而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也随之变化？ 为此，本文以 ２００７ 年为分界点

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２００８ 年之前的援助项目对非洲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的统计结果一致（见表 ４ 模型 ８）。 这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

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稳定且持续。 这一结果也符合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走向，事

实上，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至数据截止的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援助战略没有根本变化。

五是采用地区—时间双固定模型和控制“非洲晴雨表”数据准确度。 在主要模型

中，本文同时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检验

了地区—时间双固定模型，结果依然保持稳定（见表 ４ 模型 ９）。 在主要的回归分析

中，本文“非洲晴雨表”数据的地理位置准确度取值范围在 ２５ 千米之内（位置准确度

取值 １ 和 ２）。 将“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准确度取值只保留有确切位置的样本（位

置准确度取值 １），研究结果不变（见表 ４ 模型 １０）。

（三）异质性分析

援助项目的异质性可能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产生差异性影响，不同类型的援助

项目的不同动机（ｉｎｔｅｎｔ）和不同援助部门（ｓｅｃｔｏｒ）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 在本文分

析涵盖的 ８２５ 个中国援助项目样本中，有 ６５２ 个项目为官方发展援助，占７９．０３％；其他

官方援助项目数量为 ８９ 个，占 １０．７９％；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数量为 ８４ 个，占１０．１８％。

依照数据特征将援助的动机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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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项目援助金额和执行时间的样本量缺失，匹配后同时包含援助金额和项目执行时间信息的样本量

有限，无法进行同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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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主要来自官方发展援助类项目，其他官方援助项目和模糊性官方援助项目与受

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援助类型与绩效合法性

官方发展援助 其他官方援助 模糊性官方援助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４）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９７４ １９０６ ２１９５
差值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３
Ｆ 检验 １１．２２０ ２．５１２ ３．６４４
Ｐ 值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６
Ｒ２ ０．１８３ ０．３３９ ０．０９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

育；∗∗∗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援助数据”根据经合组织对援助部门的分类方法，将中国援助也分为不同的部

门（见表 ６）。 本文逐一将不同援助部门的项目和“非洲晴雨表”数据集进行匹配，根

据援助部门样本分别对援助项目和经济绩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健康项目更可能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变化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援助部门并不显

著（见表 ７）。

表 ６　 援助部门样本

援助部门 规模 占比（１００％）

教育 １０８ １３．０９

健康 １９０ ２３．０３

政府与社会组织 ６６ ８．００

其他社会设施与服务 ６１ ７．００

能源生产与供应 ３６ ４．３６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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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援助部门 规模 占比（１００％）

工业、矿产与建设 １２ １．４５

通信 １５７ １９．０３

交通与储藏 ９７ １１．７６

水资源供应与清洁 ５１ ６．１８

总数 ７７８ ９３．３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中仅列出主要的援助部门，其他援助部门（如农业、林业和渔业援助等）因和“非洲晴雨
表”数据匹配后样本量缺失或样本过小，未列入其中。

本文认为受到可供分析的样本限制，应谨慎解读该结果。 将中国援助项目样本

进行分解之后，部分援助样本显著减少，如工业、矿产与建设援助部门项目仅为 １２

个（见表 ６），与“非洲晴雨表”数据匹配后形成的分析样本大为减少，如教育部门项

目为 ３３５ 个，通信部门项目仅为 ２６６ 个。 加之“非洲晴雨表”数据聚类在调查地理单

位，匹配后的样本再进行处理组和控制组二次分解（援助部门的水资源供应与卫生项

目因样本量太少导致最终匹配样本缺失），可能因为大样本缺失导致回归偏误，因此

本文认为对援助部门异质性的检验结果需谨慎，此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四）影响渠道讨论

民众对政府领导、能力和政策的评价与民意偏好差异可能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

文化等多方面因素。① 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差异也可能有多方面原

因。 限于所用数据的特点，本文不可能对中国援助和政府绩效合法性的中间机制进行

全面检验。 尽管如此，本文根据最近的相关研究发现和“非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信

息对可能的影响渠道进行了尝试性探讨。

理论上，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个体层面的生活水平提升都可能影响政府绩效合

法性：国家发展越好、个体生活水平越高，则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越高（如

图 ３）。 通过选取“非洲晴雨表”相关变量，本文分别考察受访者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

心（对国家经济状态的认知）和受访者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感知（个人生活水平、财政状

·４５·

　 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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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ｏｍｚ ａｎｄ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Ｗｅｅｋ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１４，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８５６－８７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Ｙｕｓａｋｕ 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Ｄｏ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５５５－５８５．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表 ７　 不同援助部门与政府绩效合法性

教育 健康
政府与

社会组织
其他社会

设施与服务
能源生产
与供应

工业、
矿产与建设

通信
交通与
储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３５ ２８５２ １９８４ １３１２ １３２０ １２１４ ２６６ １８４９
差值 －０．０８８ ０．１５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２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７
Ｆ 检验 １．８３７ ４．５６１ ０．７９８ ０．１８８ ０．４５５ ０．５０６ １．１３５ １．３９３
Ｐ 值 ０．２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４０１ ０．６９４ ０．５６９ ０．６０６ ０．４８０ ０．２６８
Ｒ２ ０．１８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２１ ０．２０４ ０．１４０ ０．３２１ ０．１１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育；
援助部门的水资源供应与卫生项目处理组样本缺失；∗∗∗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况和工作机会）两类变量。① 研究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受访者个人经济状况提升（处

理组和控制组相对照）未产生显著影响（见表 ８ 模型 ２ 到模型 ４），但对国家经济发展

的评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处理组样本的受访者对国家经济的信心显著高于控制组的

受访者（见表 ８ 模型 １）。 这说明居住在中国援助项目附近的民众与控制组相比对国

家经济发展的信心更强，而更强的经济发展信心意味着对政府绩效合法性有更高的

评价。

表 ８　 影响渠道分析

国家经济状况 个人生活水平 个人财政状况 个人工作机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９）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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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洲晴雨表”是问卷调查，并不存在有关受访者的客观经济社会状况的数据，变量来自本文分析所用的

“非洲晴雨表”数据集，将上述变量进行二分变量赋值，所用模型依然为基础模型。 囿于篇幅，具体变量操作过程

未列出。



续表 ８
国家经济状况 个人生活水平 个人财政状况 个人工作机会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２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８０７ １３０６１ １１８５０ １３０４４

差值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９

Ｆ 检验 ３．６６６ １．１１６ ０．８６４ ０．０５５

Ｐ 值 ０．０５５∗ ０．２９１ ０．３５３ ０．８１４

Ｒ２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单位聚类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市和教

育；∗∗∗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这一结果与国外经济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且能相互佐证，研究表明中国援

助项目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国家总体经济增长还是国家内

部的地区经济发展。①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显示中国援助有“点亮非洲”的积极作用。②

渠道分析和这些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国援助项目对受援国产生的积极经济影响鼓舞了

当地民众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从而提升了他们对本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

综合现有文献和本部分的渠道分析，本文认为中国援助项目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理

论关联是真实存在的，但更深入的探讨还需更加精细的数据开发。

（五）中西援助对受援国绩效合法性的影响差异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新兴的“南南援助”的代表，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

的援助则属于传统的“北南援助”。 中国援助和传统西方援助经常被研究者进行对

比。 正如前文分析所示，两种援助具有不同的逻辑和特征。 对本研究的一个合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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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ｐｐ．１３５－ １７４；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 Ｉｓ Ｆａｖｏｒｉｔｉｓｍ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ｉｉ ／ Ｓ０３０５７５０Ｘ２０３０４１８６，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徐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９９—１５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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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西方援助也能提升民众对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 如果两者效果是相似的，中国援

助项目的有效性并无独特意义与价值。 为比较两种援助在受援国绩效合法性上的作

用差异，本文将中国援助项目和同时期西方的援助项目进行了对比。 西方援助体系有

不同的主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银行主导的援助项目。 因此，选择世界银行援助

项目和中国援助项目比较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并且“援助数据”也提供了同时期世界

银行援助非洲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两种援助的可比性很高。 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和模

型对世界银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非洲晴雨表”所涵盖的 １６ 个非洲国家中 ２３８３ 个世界银

行援助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①

图 ６　 地理距离与绩效合法性：世界银行援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边际效应为处理组系数减去控制组的系数，取 ９５％的置信区间。

研究表明，世界银行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如图 ６）。

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值非常小且在不同地理范围内（２０—５０ 千米）都不存在显著

差异。 居住在世界银行援助项目附近的非洲民众和居住在没有世界银行援助项目

（待入）地区的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没有明显不同，甚至处理组的受

访者对政府绩效合法性的认可度还低于控制组的受访者（差值为负值）。 这表明，世

界银行援助到来前后，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西方援助没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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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用同样的方法对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进行了筛选，２３８３ 是纳入分析中的援助项目总数。



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 由此看来，与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相比，中国援助项目对提升

非洲政府绩效合法性的作用更为明显。

五　 结论

随着作为新兴国家代表的中国不断融入 ２１ 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援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并且伴随从未停歇的世界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纷争以及世界大国的竞相投入，对外援助领域成为“不见硝烟的战

场”。 ２０２１ 年中国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特别是国

际发展合作和援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中国和全球发展都很重要。 由此，科学认识中

国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正确评估十分必要而迫切。 中国社会科学界对

中国对外援助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仍显滞后。 虽然作为“南南援助”代表

的中国援助相较于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北南援助”的独特性已有较多总结和解读，但中

西援助因彼此差异而对受援国带来影响的实证探索方兴未艾。 以往对援助有效性的关

注侧重客观指标（如经济增长），忽视援助有效性的因果关系复杂性，并且较少关注援助

对受援国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此外，现有对中国援助有效性的研究多以国家为分析

单元，对受援地区的次国家微观分析亦有限。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非援助项

目的地理信息数据，将其和“非洲晴雨表”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引入“候选名单控制设

计”检验了中国援助项目与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关系并尝试分析了中间的影响机制。

研究表明中国援助项目显著提升了当地政府的绩效合法性。 中国援助到来后，非

洲民众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从此前的负面评价转为积极评价。 这种独特的影响主

要是因为中国援助项目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提振了当地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与之相比，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

援助在对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个重要维度上显著优于西方援助。 利用地理

信息数据分析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是近两年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的重要进展，但相较既

有研究，本文更加关注援助项目对受援国国内政府绩效合法性的影响。 国际关系领域

的相关研究对理解中国援助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对中国援助实践的理论提炼与实证分

析还有广阔空间。 本文揭示了中国援助和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间一种可能的联系与

影响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质及其全球政治经济意义。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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